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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与国立高校关系初探
———以胡先骕执掌国立中正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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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为实现蒋介石“政教合一”的理想及自身“教育为地方行政服务”的愿景，江西省政府主
席熊式辉创办了中正大学。因“中正”二字的缘故，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将其擢升为国立大学。首任校长
胡先骕是国内著名植物学家，属学院派纯学者，其治校理念是学术至上，学者治校。诸多因素杂糅在一起，使
得国立中正大学前四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学术、政治之间交互结合与纷争的局面。基于此，从中正大学的筹
备进程、人事任免、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及校长更替诸方面入手，探讨国立高校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而为
考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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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nd Politic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aking HU Xiansu’s Wielding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ZHONG Jian
( School of History，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gov-
ernment for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reparatory process，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university
teachers，departments arrangement，academic research，talent training，president transformation and
so on． The analysis is to give a side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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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大量涌现，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大学对于近代中国
社会有重大意义，“大学均设立于大都会城市，这里本来就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科举停罢之后，大学生部
分取代了士绅的角色功能;在集权体制下，学生又是具有天然组织形态的少数社会群体之一;而大学的

资讯相对而言既丰富且迅捷。种种因素，使得大学不仅紧扣社会动脉，而且往往成为先锋前驱……涉及
大学与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随手拈来，都可做成具有枢纽关结性的大文章”。［1］诚然，近代中国大学的
研究大有可为。但“在分科治学和专题研究的风气驱使下”，使“本来分际显然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
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努力回到历史现场，不受后来分科治学以及各种专门史分界的成见先入为主的局



限，将大学置于近代中国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重现史事发生演化的本相”就显得尤为珍贵。［1］有鉴于
此，本文拟以胡先骕执掌时期的国立中正大学为个案，利用江西省档案馆 2008 年以来陆续开放的档案
资料，从筹备进程、人事任免、院系设置、课程开设、人才培养及校长更替诸方面入手，尝试探讨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与国立大学的关系，进而考察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某些侧面。

一、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筹备进程①

1934 年夏，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向蒋介石倡议，拟在江西创办一大学，以实现蒋之政教合一的理
想，此议得到蒋介石的“嘉纳”。但熊的真实意图是为江西地方建设培养行政人才。由于时机和条件的
限制，这一计划并未马上实施，直至抗战时期，随着战时形势的变化及需要，此事再度提上议事日程并进

入实施阶段。江西省政府于 1939 年 8 月至 10 月间召集省内外热心大学教育人士举行筹设中正大学谈
话会，决定中正大学设置文法、农、工三学院并于 1940 年招考新生，并推定筹备委员组成中正大学筹备
委员会，负责筹备;常务委员组设常务委员会议，主持经常筹备事务。［2］1939 年 10 月，筹委会主要负责
人马博庵赴渝，向蒋介石、陈立夫等陈述“中正大学旨趣及文法学院拟采之教学方针”，并于次年 1 月初
携教育部指示返赣。随即，筹备事宜步入实施阶段。截至 1940 年 10 月 31 日，如表 1 所示，依据机构、
人员及工作的差异，大致可将中正大学的筹备进程分为三个阶段。②

表 1 国立中正大学筹备会议、人员及主要工作一览表 单位:次

筹备阶段 常务委员 议决机构 召开次数 持续时间 主要工作

江西省立中正
大学筹备时期

主任委员晏阳初

马博庵

朱有骞

邱 椿

萧纯锦

吴华宝

高柳桥

程时煃
雷洁琼

何棣先

蔡方荫

江西省立中正
大学筹备委员
会常务会议

16 1940 年 1 月 19
日 ～ 6 月 7 日

分校舍设备、图书仪器及
教育计划委员会，负责建
造、购置图书仪器、招考、
院系设置、课程开设、拟
定规章制度、教职员待
遇、经费预算等

国立中正大学
筹备时期

主任委员熊式辉

程时煃
邱 椿

萧纯锦

马博庵

蔡方荫

罗廷光

朱有骞( 何棣先)

国立中正大学
筹备委员会

10 1940 年 6 月 18
日 ～ 9 月 10 日

聘任教职员、招生名额、
修订及拟具旁听、贷金、
校历章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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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友良:《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4 期。该文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即为“历时经年的实际筹备”，
内容涉及到勘定校址，建设校舍;选择校长、设置院系;预聘教授，礼待学者等方面。该部分主要利用《熊式辉日记》，以熊式辉在筹备进
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来展开，论述较为详细。但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充分借鉴其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力图以不同的视角及利用档案资
料来阐述中正大学的筹备进程，本文所侧重的是通过梳理相关史实来考察地方政府、中央、教育部及学者在其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何友良:《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4 期。该文认为中正大学的实际筹备，从 1939 年 8 月遂川会

议开始，到 1940 年 10 月底学校开学，以 1940 年 6 月 1 日为界，可分为省政府、教育部聘任的筹委会前后主持筹备两个阶段。笔者甚为
认同，但本文以不同性质的筹备机构为标准将其划分为如表 1 所示的三个阶段，截止时间以筹备会议的召开时间为基准。



筹备阶段 常务委员 议决机构 召开次数 持续时间 主要工作

国立中正大学
校务会议

主席熊式辉( 胡先骕)
马博庵

蔡方荫

何棣先

罗廷光

张明善

朱希亮

国立中正大学
校务会议

6 1940 年 9 月 17
日 ～ 10 月 29 日

制定校务、院务、教务、大
学办事通则、教职员住宅
租赁办法、讲义管理办法
等，必修选修公共课开
设，聘任教员，筹备开学
典礼等

注:主任委员晏阳初实际未到任，由马博庵代;何棣先于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1940 年 9 月 3 日) 接
替朱有骞任常务委员，胡先骕于国立中正大学第三次校务会议( 1940 年 10 月 10 日) 接替熊式辉任校务会议主席。
资料来源:《筹备委员会议事录及计划会议》，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7 － 1 － 646;《筹备委员会校舍设备委员会会议

录》，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7 － 1 － 647;《筹委会廿九年各月份支出计划书附月表》，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7 － 1 － 648。

在诸常务委员中，马、萧、程、邱、雷、蔡均为江西省政府直接聘任，即由熊式辉所聘请，吴、高、何、朱
由筹委会提名交由熊鉴核加聘。马、邱、吴、高、雷、何、蔡均是富有名望的学者教授。萧是著名经济学
家，时任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程是著名教育学家，时任省教育厅厅长;朱为城建专家，时任省营民生

建筑公司总经理。可见，萧、程、朱 3 人与熊式辉的关系自不待言，均系为其幕僚。雷为社会学家，曾在
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1938 年后被熊聘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顾问、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邱
为江西宁都人，1939 年秋因家父去世，回家吊丧，被熊聘为委员，紧接着又被聘为江西省政府委员;马是
留美博士，原任金陵大学教授、历史系兼政治系主任，长期从事县政和社会学研究，其曾被熊约谈县政问
题，深得熊赏识，后被熊邀请来赣筹备大学，亦深得熊之信任。［3］因而，常务委员中以熊式辉的幕僚及旧
识为主体，熊虽未入主筹委会，但全部工作却是由他实际主持。筹委会下设校舍设备、图书仪器及教育
计划三个专门的委员会。校舍设备委员会的成员为:程时煃任主席，杨绰庵( 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 、
朱有骞为委员，由清一色地方政府要员充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则由邱椿任主席，杨绰庵、刘中潘( 原为
西南联大图书馆编目部主任) 为委员，由教育家领衔，官员及专业人事协助。教育计划委员会的构成
为:马博庵为主席，雷洁琼、吴华宝、萧纯锦、何棣先为委员，均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从其人事安排可以
看出，各司其长，各尽其职，合理的人员配置保证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0 年 3 月初，筹委会推程时煃赴渝向教育部长陈立夫陈述本年来中正大学的筹备情况，并探知
教育部有意将中正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在此之前，筹委会都是遵照省立大学的标准来筹备相关事宜
的，且查阅历次会议记录并无“擢升为国立”的计划及提议。《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记
载:“嗣经教育部与江西省政府协商改中正大学为国立。”由此可见，将中正大学由省立擢升为国立是教
育部的行为，其理由是因“中正”二字的缘故。但教育部此举并未是一蹴而就的，“熊式辉办这所大学的
意图是要培养他的干部，起先他要把这所大学算作省立，陈立夫坚决不肯，才成为国立的”。［4］

1940 年 5 月中正大学擢升为国立后，筹备机构也相应调整。原筹委会拟组设临时校务委员会在校
长产生前处理聘人、招生、开学等事务，但教育部指示，“在校长未任命前校务可暂由筹委会负责办理，
不必另组校务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即请省政府咨部加聘，且规定校长人选俟主席( 熊式辉) 赴

渝时与部中面商决定后再行会呈总裁( 蒋介石) 核定”。［5］遂组设了以熊式辉为主任委员的筹备委员会，
但其人员的架构颇有校务委员会的意味。临近开学，延聘教职员成为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当务
之急。但对于如何聘任，在中正大学各规章草案中并无明文规定。筹委会遂结合中央法令及国立四川、
武汉各大学成例，拟定聘任办法，即:大学各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各学系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讲师、
助教，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职员方面，各组主任，由校长聘任;其他各职员，由校长委任。［6］但在学校人
事方面，熊式辉早已有所安排。熊已聘马博庵任文法学院院长、蔡方荫任工学院院长，罗廷光任教务长、
朱有骞( 后由何棣先接替) 任总务长。可见，熊实际上行使的是校长的权力。
由于胡先骕校长迟至 1940 年 10 月 1 日才到校视事，此前中正大学教职员的聘任大致遵循院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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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长、总务长负责制，分别提名本院系、处拟聘请人员，交由筹委会决议，一般情况下提名者皆通过聘请，
具体见表 2。另公共必修科教师除直属各院系外，由教务长商承校长聘任。［7］

表 2 国立中正大学教职员(部分)聘任表 年份:1940

提名者 被聘者 受聘职务

熊式辉( 江西省主席)

叶 青、冯言安 教授

曾 勉 副教授

黄国元 讲师

章铭鸿 诊疗室主任

马博庵( 文法学院院长)

高 阳 教授

蒋叔雍( 经济系) 研究员

黄国元( 英文) 、凌士源、陈澄( 均为教育系) 助教

蔡方荫( 工学院院长)

吴诗铭 副教授

刘培德( 研究部) 研究员

赵仲敏、徐广裕、刘方由、彭旭虎 讲师

郭德爰、万良逸、徐贤议、熊正讃、刑志诚、吴柏鸿 助教

罗廷光( 教务长)

施蛰存( 国文) 教授

程懋筠( 音乐) 副教授

毛冈鸣 注册组主任

张志岳 出版组主任

张友铭 教务员

黄 坚( 代总务长)

徐楑森 文书组主任

李子陶 会计组主任

刘德增 庶务组主任

邱 椿
欧阳祖经( 公共必修科) 副教授

曾仲鲁 教授兼体育卫生组主任

资料来源:《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会议议事录》( 1 ～ 10) ，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7 － 1 － 646、37 － 1 － 647;《国立中
正大学校务会议》( 1 ～ 7) ，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7 － 1 － 646。

1940 年 9 月 11 日，教育部任命胡先骕为国立中正大学校长，筹备委员会旋即结束使命，校务会议
取而代之。由于胡先骕远在西南，暂由熊式辉任前两次校务会议代主席。胡先骕到任后主持校务会议，
先后聘请了朱希亮为训导长，周拾禄、白荫元、黄野萝、张明善、严楚江、彭鸿绶、赵竹韵为农学院教员;刘
永溱、严学窘为国文讲师、涂世恩为国文助教;高耀东、欧阳凝深为军事组中校教官，任荣安为少校教官;
黄克纲为卫生学教授。至此，教职员聘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此前各院系聘任教员由校务会议代行聘
任委员会职权审查资格。［8］

中正大学的筹备经费并未列入江西省地方预算，熊式辉批准该项经费在中正大学基金( 蒋介石先

期拨付 200 万元) 利息项下拨付，该基金由江西省政府财政厅代为保管。筹备期间，教育部将中正大学
改为国立，但在经费上并未相应拨付专款。以 1940 年 1 月 ～ 6 月为例，大学经费收支概算草案岁出经
常门计列 50 万元，岁出临时门计列 23 万元，一共 73 万元;大学基金利息除业经支用，共计 43 万元;收
支两抵当差 30 万元。不足之款业经省财政厅厅长文群同意，请熊式辉批准协助 30 万元。［9］但实际上，
大学总合开办及临时设备各费约计 130 余万元，除去大学基金利息及江西省政府协款仍有 60 余万元之
差额。江西省政府便咨请教育部拨款外汇美金 10 万元，以资工学院电力及仪器设备之用。但教育部以
本年度部中经费困难为由并未拨付，并决定差额俟下一年度再想办法解决，由此可见中正大学并未立即

享受国立大学的待遇。
教育部规定，“校长人选俟主席赴渝时与部中面商决定后再行会呈总裁核定”。但从理论上讲，国

立校长的人选须由国民政府任命。《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
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10］尽管胡先骕的聘任在形式上是履行国民政府程序的，但其实质是由熊式辉
一人择定。1940 年 7 月 9 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向蒋介石举荐 7 人为校长候选，分别为陈布雷、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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黻、王世杰、何廉、甘乃光、胡先骕、吴有训，但前五人显然不能或不愿意来赣出任校长，事实上只能在后
两位江西籍著名学者中选任。［3］因吴有训辞就且力荐胡出任，加上胡素有为乡里服务及不排斥为国民
政府效力的心愿，熊式辉与教育部在权衡利弊之后，确定胡先骕出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0 月 31
日，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举行开学典礼，正式成立。
熊式辉想在江西办大学，但由于自身条件不足，遂巧妙地以“实现总裁之政教合一之理想”及以“中

正”命名大学为棋觅得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先后拨付 200 万元作为办学基金即是其成功运作的成果。
但在抗战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仅有蒋介石的支持还不够，还需其他党政军要员的支持才行，尤其是教

育部。因而，熊式辉积极奔走于江西、重庆两地，邀集川中名流及省中优秀人士商讨，还委派马博庵、程
时煃、蔡方荫先后赴渝向蒋介石及教育部官员陈述办学方针、进展情况及承领训示。出于“中正”二字
的缘故，教育部将中正大学擢升为国立，但教育部并非是想接管本大学，反而是不想过多插手，此点在其

委托江西省政府继续负责筹办事宜、经费支给及校长任命等方面不难看出。同样地，熊式辉并不想中央
势力过多地渗入其一手策划、筹备的大学，为江西地方建设培养人才才是其真实目的。因此，中正大学
的筹办均是在熊式辉的操持和决断下进行的，而且熊式辉的影响亦深深地体现在中正大学的具体运作

层面。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博庵、蔡方荫、罗廷光、胡先骕等一批学者亦为中正大学的创办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二、政治使命的担当及其实施
根据国民政府 1927 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

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11］但院以下系的设置并无规定。中正大学初始设置为三处三院一
部，即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文法学院( 内设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三系) 、农学院( 内设农艺、森林、畜
牧兽医三系) 、工学院( 内设土木、机电、化学工程三系) 三院及研究部。在开学典礼上，熊式辉对学校提
出“发扬三民主义之学术思想”、“实验政教合作之计划教育”及“独立民族复兴之精神堡垒”三大殷切
希望。［12］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性质，亦迎合了蒋介石“政教合一”的设想。
如前所述，熊式辉实际上是中正大学的幕后决断者，学校的多项设计都是其意志的体现，其中以文

法学院最为典型，熊式辉对其甚为重视。由于筹委会工作同仁大多为文法学院教职员，遂其筹备工作走
在各项筹备事宜的最前面。1939 年底，该院准院长马博庵受熊式辉的委托赴渝向中枢汇报学院办学方
针。1940 年 5 月底，马博庵等组织成立了国立中正大学文法学院地方建设考察团，分政治、经济和文化
三组，考察县政。随即“江西省政府为应省地方建设需要起见，特要求大学增设研究部，以谋高深学理
与实际工作之扣合，并为江西省研究地方建设实际问题，提供解决方案”。［2］研究部的重大使命亦由文
法学院承担，其设立之初完全由马博庵、高柳桥、吴华宝等文法学院少数教授所掌控，从事社会科学研
究。研究部下设地方建设与三民主义研究两个部门。文法学院仅设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三系，既无
文、史学系，又无法律学系，与规范的大学设置不相符合。这一设置，多少反映了熊式辉注重地方行政的
思想。［3］

胡先骕深感文法学院设置的不合理，1941 年 8 月添设文史学系，但实际上并未扭转其政治色彩过
于浓厚的局面。无论是第一年由教育部统一招生，还是其后由学校自主招生，学校为了迎合熊式辉的主
张，敦促文法学院的学生研究实际的地方政治，吸收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政治、经济与社会教育三
系。［4］如表 3 所示，在学生总人数方面，文法学院在前三届均超过工学院和农学院的总和，第四届也只是
稍稍少于工、农、理三院总和。尽管这与国内大学文科招生过多，理工科招收偏少的普遍现象相吻
合，［11］( p268)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学校主观方面的作用。从学生总体的就业情况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达
成了熊式辉为地方建设培养人才的目标。以首届毕业生为例，学生总人数为 319 人( 包括专修科) ，其
中 39 人就业状况不明，家居 9 人，留校 12 人;参加各级教育工作的有 109 人，包括大学、中学、农职、县
中、幼师、乡师、职校、高农、省立助产、农专、兴国荣军职校、临时中学、高级工职、进修班、女师、兴国大学
先修班、师范等;在各级党部、青年团、省训团任职的有 19 人，另有 3 人分别在福建上杭青年军营、上饶
青年军第五大队、贵溪二十一军军部任职;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各区属任职的有 88 人。［13］

701第 2 期 钟 健 学术与政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国立高校关系初探



表 3 国立中正大学文法学院各系历届(1940 ～ 1944 年)学生人数一览表 单位:年;人

文法学院

学年度 1940 ～ 1941 1941 ～ 1942 1942 ～ 1943 1943 ～ 1944

人数
应毕业
人数

实毕业
人数

应毕业
人数

实毕业
人数

应毕业
人数

实毕业
人数

应毕业
人数

实毕业
人数

经济系 81 80 87 87 71 71 51 51
政治系 54 53 39 38 22 22 24 24
社会教育系 12 12 25 25 10 10 16 16
文史学系 0 0 10 10 6 5 10 10
总人数 147 145 161 160 109 108 101 101

注:本表以国立中正大学历届毕业学生人数为基准，以毕业年份减去 4 年，即得出历届学生人数，但必须说明的是，
毕业学生人数不等同于招入学生人数，表 4、5 如同。另，工、农两院前三届总人数分别为 141、127、106 人，工、农、理三院
第四届共 117 人。
资料来源:《中正大学第一届毕业同学纪念专刊》，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号 34 － 2 － 355;《国立中正大学第二届毕业

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号 16 － 3 － 783;《国立中正大学第三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356;《国立中正大学第四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296。

熊式辉为取得蒋介石的支持，美其名曰为“实现总裁之理想”、“纪念总裁之功绩”而办学。因此，除
了厉行熊自己“教育为地方行政服务”的主张外，在践行蒋介石“文武合一”、“术德兼修”及“三民主义”
教育方面也不敢怠慢。为了践行蒋介石的教育主张，学校尤注重军事教育。学校订定了《国立中正大
学军训教育计划草案》，内容包括总则、军训目的、军训主旨、军训方法、军训时间和看护训练;同时还订
定了《大学军训教育使用日数时间基准表》、《大学军训教学科进度纲领表》、《大学军事训练术科进度纲
领表》、《大学军事训练学科预定进度表》、《大学军事训练术如遇天雨改授学科预定进度表》及《大学先
修班军事训练学术科预定进度表》等，内容甚为详备。撮要如下:军训目的为“使学生恪守总理遗教，服
赝总裁训示，成为现实三民主义之信徒，与彻底奉行命令之战士”;主旨为“增进实际工作效能，适应抗
建( 抗战建国) 需要，革除积习，纠正时弊”;方法为“寓教于育，即训即练，讲到做到”，“以理论指导实际
工作，以实际工作证实理论”;时间为 194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944 年 7 月 31 日止，每周三小时，学科一
小时和术科两小时，全年野外演习至少 4 次( 每次两小时以上) ，全年实弹射击三次( 每次两小时以上) 。
学校军事训练取得可观的成绩，据胡先骕晚年回忆:“在第二年校庆的那日，熊式辉检阅学生的兵操，十
分满意，认为在军事学校成绩也不过如此。”［4］很难说学校推行军育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学生对“三民
主义”的信仰，有趣的是在学校所设计的各院系学生生活调查表中，其中一栏为“最崇拜人物”( 现代) ，
多数学生填写了孙中山、蒋介石。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抗战时期条件极为艰苦，军事教育对增强学生吃
苦耐劳的精神及意志是有很大帮助的。
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学校也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推行国民党意识形态及政治仪式教育，诸如总

理诞辰、总裁诞辰、中华民国成立等纪念日。比较固定的是总理纪念周，是日一般由校长胡先骕主持，在
厉行肃立、鞠躬等仪式之后，便是请各界人士演讲，既有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要员，如陈立夫、邓文仪、张治
中等，也有专家学者，如吴有训、陈嘉庚，还有本校教授。纪念周演讲主题不限，全由报告人自己择定。
另外，学校也设特殊讲座及研究会等以宣扬三民主义思想。为“崇敬及纪念总裁，阐明总裁理论及研究
三民主义”，学校“特设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讲座以阐扬主义增厚国人对主义之崇仰”。［2］研究部下
设三民主义研究部，由马博庵、叶青等文法学院教授掌管，并编辑有《三民主义研究通讯》( 周刊) ，主编
为叶青。叶青受熊式辉之邀赴中正大学任职，是国民党著名的“三民主义”理论家，由他所主持的“三民
主义研究会”影响之大甚至达于周边诸省，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国民党迁台后，叶青还曾在蒋介石为培
训国民党高级党政人员而设的“革命实践研究院”讲授理论。［14］( p123)可见“三民主义研究会”推行主义力
度之大。随后，学校还创办了《三民主义文艺季刊》( 季刊) ，由胡先骕亲自担任主编，亦可见其重要性，
意味着国民政府对“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熊式辉将中正大学誉为“独立复兴民族之精神堡垒”，明显有夸大之嫌，不切实际。但是从客观上

来讲，国立中正大学的创立在抗战时期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极大的意义。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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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深受战争的困扰，平、津、京、沪一带的学校纷纷内迁，沦陷区大批的青年学子被迫失学流亡后
方;再加上江西本非富庶的地区，省内的青年学子升学问题严峻，国立中正大学的创设是顺应时局之举，

于省内、省外均有重要的意义。其办学实践也证明了此点，中正大学对于赣籍学生及东南各省流亡学生
的升学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表 4 国立中正大学历届(1940 ～ 1944 年)学生省籍分布及人数一览表(专修科除外) 单位:年;人

学年度

省籍 赣 浙 湘 粤 川 皖 桂 闽 苏 冀 黔 鄂 鲁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1940 ～ 1941 105 48 48 28 3 14 1 17 17 1 1 － － － －
1941 ～ 1942 125 67 16 21 1 11 4 14 23 1 2 3 － －
1942 ～ 1943 122 23 12 10 － － 4 1 10 25 1 1 － － 1
1943 ～ 1944 138 15 8 6 － － 6 1 13 29 － － － － 2 － －

注:籍贯不详者亦算入总数，其中 1940 ～ 1941 学年度蔡衍菘、石完璞、王汉胜三人籍贯不详，总人数共 288 人; 1941
～ 1942 学年度蔡其生、杨清泉、胡承溁等 7 人未参加毕业统考，故籍贯不详，总人数共 288 人; 1942 ～ 1934 学年度，林兴炽
广东平原人，胡承溁系上一届学生，另加 1 名省籍为吉的学生，总人数共 215 人; 1942 ～ 1934 学年度总人数为 218 人。
资料来源:《中正大学第一届毕业同学纪念专刊》，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355;《国立中正大学第二届毕业纪念

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16 － 3 － 783;《国立中正大学第三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356;《国立
中正大学第四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296。

如表 4 所示，东南各省诸如赣、浙、粤、湘、苏、闽、皖的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就读。在学生总人数上，除
赣籍外，尤以浙、苏、湘三省为多，粤、闽、皖相对较少;从人数的变化幅度来看，赣、闽、苏籍学生数波动较
小，而粤、湘、浙、皖学生人数则波动较大，显然这与东南各省受战事的影响程度及时段有密切相关，同时
亦可看出江西在东南各省抗战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配合本科教育及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地方政府的委托，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学校积

极开设专修科。1942 年 8 月，受国民政府委托，学校开办了两年制行政管理专修科; 1944 年 8 月，根据
教育部指示，开办了两年制土木工程专修科。此外，学校于 1942 年 8 月和 1943 年 8 月，分别受江西省
政府和江西省税务局委托，开办了三年制师范专修科( 分史地和理化组) 和两年制税务专修科。如表 5
所示，学校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

表 5 国立中正大学专修科历届(1942 ～ 1946 年)人数一览表 单位:年;人

专修科
学年度 1942 ～ 1943 1943 ～ 1944 1944 ～ 1945 1945 ～ 1946
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人数

行政管理专修科 31 20 23 － －

师范专修科
史地组 27 28 20
理化组 13 22 11

－ －

税务专修科 － － 57 22 － －
土木工程专修科 － － － － 17 22

资料来源:《国立中正大学第二届毕业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16 － 3 － 783;《国立中正大学第三届毕业同学纪
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356;《国立中正大学第四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296;《国
立中正大学第五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4 － 2 － 314。

与和平时期一般大学的创立所不同的是，国立中正大学是在抗日战争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可

以说完全是“开创于战时，建立于战地”。更为特殊的是，此前中正大学并无任何办学基础，她是江西省
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了实现明确的政治目标，充分利用政治资源，筹办而成的一所国立大学。上述特性决
定了中正大学在政治上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学校过于注重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军事教育及三民主义
教育就是最好的例证，亦体现了其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中正大学又兼具一般大学的教育功
能，在抗战期间为广大流亡失学青年尤其是东南各省青年学子提供了教育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国立
中正大学首任校长由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担任，胡为纯学者，常年在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任职。从根本
上讲，胡先骕所推行的理念是“学者治校，鼓励学术研究”，与熊式辉、蒋介石的“政教合一”之主张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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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辕北辙。

三、去政治化及校长更替
创立初期，国立中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表现了浓厚的政治性，个中原因纷繁复杂，既与以

熊式辉为主体的政治势力积极渗入有极大的关联，又不乏校方的妥协性或暂时性的关系。如胡先骕认
为“执行了蒋介石的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反动教育政策……也迎合熊式辉政教合一的主张”。［4］但总
体来说，胡先骕掌校期间，与熊式辉等政治势力的关系总体上呈现紧张的面向。但胡先骕苦心经营，逐
步扭转了学校政治化的一面，而引领其走上学术化的道路。
首先，由于胡先骕实际上并未参与学校的筹办，上任伊始也不得不接受熊式辉早已安排好一切的既

定事实。此点在学校人事安排方面尤表现突出。用胡先骕自己的话讲，即是“他( 熊式辉) 把院长、系主
任、总务长、教务长、校长秘书、会计员、出纳员都聘任好了，教授也聘好了好多，他要我做一个有名无实
的傀儡校长……他想把他的势力插进这大学来，大多是通过文法学院马博庵来完成的”。［4］这段话虽然
是在建国后的特殊语境下说出的，但其内容是与当时的事实相符的。聘任教职员本是校长的工作，但实
际上由胡先骕聘请的，只有训导长朱希亮、农学院院长周拾禄等农学院教员及部分国文、军事、卫生、体
育教员。工学院的教员基本上由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蔡方荫教授延聘，蔡是国内著名的结构力学权
威，因此在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青年才俊，如吴诗铭等，教员结构极为合理。工、农两院所聘请的教职员
都较符合国立大学教员的标准。而文法学院教员大部分是学校筹备时期的筹备人员，主要人员是由熊
式辉聘请的，其他多由马博庵聘请而来。马氏虽在金陵大学任过教，但学术水平有限，且富有政客的气
息，所以实际由他所主持的文法学院难与国立大学对教员皆“硕学宏才”的要求相符合。这与胡先骕以
学术能力为标准的用人之道是相违背的。以学校各处及文法学院人事安排为例，如表 6 所示，原职基本
上被胡先骕撤换并委以他就。

表 6 国立中正大学校行政及文法学院人事一览表

人员 学年度

职务
1940 ～ 1941 1943 ～ 1944

校长 胡先骕 胡先骕( 萧蘧)
教务长 罗廷光 胡光廷

训导长 朱希亮 张一清

总务长 何棣先 王修寀
文法学院院长 马博庵 陈清华

经济系主任 吴华宝 余精一

政治系主任 高柳桥 任啓珊
社会教育系主任 童润之 罗廷光

文史学系主任 － － 王 易

注:国立中正大学于 1941 年 8 月增设文史学系，第二任校长萧蘧于 1944 年 5 月 3 日接替胡先骕校长职务。

资料来源:《国立中正大学校刊》创刊号( 1940 年 10 月 31 日) ，《中正大学第一届毕业同学纪念专刊》，江西省档案

馆，卷号 34 － 2 － 355。

深受熊式辉器重的马博庵甚至被胡先骕当众批评为“不学无术”。1941 年 10 月 27 日，学校举行总
理纪念周，全校师生齐集大礼堂，胡先骕担任主席，请马博庵讲演。报告甫毕，胡先骕在依例作结论时毫
不留情地对其加以指责:“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15］1941 年 10 月 27 日，胡先骕重新改组
研究部，收回马博庵主任一职自兼主任，并亲自聘请每学院 5 位委员总计 15 人为研究部委员。打破了
研究部由文法学院垄断的局面，且文法学院五位委员为马博庵、罗廷光、王易、叶青、方铭竹，前负责人吴
华宝、高柳桥均不在列。1942 年 2 月 10 日，胡先骕谒见熊式辉，熊日记记载:“此君对静生生物学造诣
甚深，但于学校用人行政、为人所非议，恐其于人情事理不甚留心，可惜”。［16］由此可见，熊式辉对于胡先
骕改组应“地方建设”而设的研究部是非常不满的。7 月，胡先骕干脆不再与马博庵、吴华宝、高柳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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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将其辞退。［17］同时，总务长何棣先也转投贵州大学任教，再加上雷洁琼 1941 年改任上海东吴大学社
会系教授，至此被熊式辉寄予厚望的文法学院地方建设研究骨干均被调离学校。必须要说明的是，1942
年 3 月蒋介石委任熊式辉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英、美等国访问，卸任江西省主席一职。从此，学
校较少受江西地方政府的干预。［18］1942 年上半年，训导长朱希亮怀疑两名学生是共产党员，借故开除
其学籍，遭到胡先骕的反对，并改聘训导长。1943 年 10 月，罗廷光辞去教务长一职，由胡光廷接替。其
时，校长充分享有学校人事任免权。尽管在程序上，教育部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应一律呈荐教务长、总
务长或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各二人，由部核定一人再由校聘任”。［19］如 1944 年 1 月，胡先骕提名张一清
及胡光廷教授为训导长候选，教育部择定曾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任少将政治部主任的张一

清出任训导长。遂胡先骕能聘请由清一色的学院派且有极高的学术水平的教授担任学校重要职务。
其次，胡先骕与熊式辉之间的紧张感还体现在教育理念上的背离，具体表现在院系设置、研究部的

运作及规章制度等方面。承熊式辉的意志，文法学院仅设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三系，既无文史系，又无
法律系，有点不伦不类。而依胡先骕的教育理念来看，大学教育应注重“增进其知能，修养其德行”，
“教”与“育”并重;“既贵专精，尤贵宏通”，［20］再加上胡本身就在文史方面有相当的造诣，所以其十分重
视文史。1941 年 8 月，文法学院增设文史系，同时农学院还增设生物系。为应地方建设需要而设的研
究部，设立伊始完全是文法学院马博庵等少数教授的“御用机构”，其所设立的地方建设和三民主义研
究部亦名不副实。如高柳桥主编的《地方建设》( 月刊) ，1941 年 2 月 1 日创刊，次年 4 月 1 日停刊，也只
是刊载社会科学论文;由国民党著名理论家叶青坐镇的《三民主义研究通讯》( 周刊) 1941 年 4 月 1 日创
刊，同年 6 月 1 日便停刊。1941 年末，胡先骕改组研究部，使之成为全校的学术研究中心，其效果立竿
见影。进入 1942 年后，工、农两院《正大农学季刊》、《正大土木》及学生负责的《正大青年》、《国立中正
大学学生》等刊物犹如雨后春笋相继创办，一改此前只有文法学院及研究部拥有刊物的局面。1941 年 8
月，学校还修订了《国立中正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科学制采用学分制，学生可跨院、系进行选课。选
修学分占总分数的 20%左右。文法、农两学院各系学生，须按规定学程最少修满 132 学分，工学院各系
学生最少修满 142 学分。一年级学生在校学习一年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转院转系;学生毕业后，还可
转入其他院系学习，获双学士学位。［21］课程设置更加合理，学制更加完善，也为全校师生进行学术研究
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学校逐步驶入正轨。
复次，胡先骕治校屡遭各级政府的掣肘，学校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还赤裸裸地暴露出来。1942

年夏，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学校所在地泰和岌岌可危。学校为了免遭不测，遂于同年 8 月在赣县龙岭
设立分校，得到时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的欢迎及照顾，遂开办的不错。① 但是，蒋经
国萌生了觊觎中正大学整体迁往赣南的念头。1943 年夏，蒋经国请胡先骕到赣州，款待甚为殷勤，试探
胡将大学迁往赣州的意思，甚至搬出蒋介石本意是要把中正大学设在赣州的说词，但胡以迁校困难而拒

绝，由此两人交恶，进而蒋经国便有逼胡去职的意思。［4］1943 年 4 月，胡先骕赴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被
蒋介石召见。蒋主张将中正医学院与中正大学合并，被胡拒绝，［4］但胡似乎以江西工业专科学校与正
大工学院合并为退路。5 月 10 日，胡先骕在重庆见熊式辉，熊在当天的日记记载:“中正大学胡步曾( 胡
先骕———引者注) 校长来谈，请余主张赣工专与中大工学院合并，伊言总裁令与余商，余答当与地方妥
商决定。”［22］( p397)但不见此事的后续结果，无疾而终。1943 年 5 月，发生了中正大学学生捣毁江西民国
日报馆的事件，但事情原委却是该报记者无理取闹。此事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亲下手谕要严惩肇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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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种说法是，国立中正大学在赣南设立分校，源于蒋经国及国民政府的催促。如“在国民政府和蒋经国的一再催促之下……
设立分校”，江西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江西师范大学校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年版，页 13;及“1941 年 4 月，当时赣州专员蒋
经国来校访视……建议前往赣州，遭到胡先骕的拒绝，……后经熊式辉、程时煃出面调节，最好决定在赣州设立分校……不久，胡先骕赴
重庆开会，道出桂林，恰与蒋经国同机，因话不投机，胡先骕借故在桂林下机”。施浒:《胡先骕传》，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主编:《胡先骕
文存》( 下) ，中正大学校友会发行。其时间明显有错，蒋经国访校时间为 1941 年 12 月 5 日，且胡先骕赴重庆，道出桂林应为 1941 年 3 月
初。笔者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生。其时，胡先骕正在重庆，返校了解事件实情之后，顶住巨大压力，拒绝执行严惩学生的命令，只是对
学生处于记过处分。
在胡先骕的主持下，国立中正大学逐步走向学术化的道路，但却与熊式辉、蒋介石等预设的教育与

行政相扣合的道路渐行渐远。再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蒋经国，以及受学校内部发生的诸事件
的拖累，如 1942 年夏初泰和校区因痢疾引发严重伤害病变导致少数学生病亡; 1943 年 4 月大学合作社
经理及校职员多人通同舞弊盗卖油盐及平价米;同年 5 月学生捣毁江西民国日报馆，这些不良事件成为
了不怀好意者攻讦胡先骕校长的武器，其校长的帅位岌岌可危。1943 年 9 月 29 日，熊式辉与蒋介石交
谈，熊谓:“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甚不相宜，不但不能望其照着该校最初创立的理想去做，恐怕望其办成
一普通大学亦不可得。深悔前次推举之不当”; 蒋亦回答到: “诚然，胡乃一不识事书生，随询继任人
选。”［22］( p427) 1944 年春，蒋经国赴渝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有“中正大学办的极坏”等语，故蒋介石致函熊
式辉“应立即设法”。熊乃打电话至教育部，要求撤换胡先骕，教育部“不得不换”。［23］( p742 － 743)

四、余论
抗战时期，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创办了国

立中正大学，以践行其教育为地方行政服务的政治目的。由于熊式辉以国民政府总裁蒋介石———“中
正”的名号来命名此大学，教育部不得不将其擢升为国立大学，在打乱熊式辉的既定部署的同时，也由
此奠定了蒋介石、熊式辉、教育部与大学本身之间的微妙关系。总体而言，国立中正大学在创办初期是
遵照熊式辉教育为地方行政服务的路线办学的。但是，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是纯学院派的学者，
其个性极强，不卑不亢，敢言敢做，其治校理念及行事风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正大学的走向及个性。
在胡先骕的辛勤耕耘下，中正大学逐步扭转了政治化的一面，开始步入正常的学术化道路。至 1944 年
4 月胡先骕离任时，校本部已有专任教师 203 人，其中教授 71 人，副教授 39 人，［24］( p4) 可谓盛极一时。
然而，胡先骕与蒋介石、熊式辉、蒋经国的关系逐渐恶化。1942 年熊式辉卸任江西省主席，蒋经国署理
赣南等，这些使得学校发展局面进一步复杂化。
国立中正大学前 4 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具体落实到以胡先骕与熊式辉等之间的关系坐标图上，其所

反映的问题本质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胡先骕个人对政治的态度为例，在就任校长之前，胡先骕以民
初知识分子的立场始终是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只不过相较于“参政”比较倾向于“议政”，做政府的“谏
臣”，其对蒋介石的支持在抗战时达到了顶点。抗战初期，胡曾赋诗《南征》以歌颂蒋的抗日功勋，以示
对“抗战领袖”蒋的推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军民书，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胡率中正
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蒋，拥护国策。［4］胡先骕就任校长以后，遭受蒋介石等的掣肘，最终不欢而散，终改
变了胡对蒋介石的一贯支持的立场。1946 年蒋介石驾临中正大学，召见胡先骕，但此一时彼一时，二人
并未见面。1949 年后，胡先骕也未随国民党赴台。胡先骕和熊式辉的关系亦然，此前虽有过接触，但君
子之交淡如水，谈不上有很深交情，更谈不上结恨。尽管胡先骕也部分迎合了蒋介石与熊式辉的主张，
但此点并未在根本上触及学术与政治的症结点，最终双方破裂的根源是学者与政客教育理念的背离。
本文只是尝试探讨抗战时期国立中正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亦为考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提

供一个侧面。本文依旧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譬如蒋介石、熊式辉、蒋经国要求撤换胡先骕，教育部长陈
立夫就非常不满意，那么其间的关系如何? 又，教育部擢升中正大学为国立，对中正大学、地方政府、教
育部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些有待日后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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